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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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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必要前提。采用2000—2022年的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各类金融资产存量数据，建立经济虚拟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并应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全国和省

域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全国整体的耦合波动错位且协调水平较低。虚

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高，中部、西部地区较低，并且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

有扩大的趋势。该结果对区域均衡发展规划和应对区域金融风险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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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一、引言

经济“脱实向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

个 重 要 现 象 ，学 者 们 也 将 其 称 为“ 金 融 化 ”

（Financialization）（Foster J B，2007；Palley T I，
2013）。中国虚拟经济发展迅速，在促进经济增长

的同时，也积累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抑制了实体

产业的升级转型，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日益显

现，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成思危，1999；刘晓欣，

2011）。因此，保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

展是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增长的同时，区域经济的

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虚

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必然也

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和区域特征（刘晓欣等，2020；
徐国祥等，202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时空中

的协调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

必要条件。因此，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出发，虚拟经

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耦合协调关系？

两者在时空格局中如何分布与演化？这一问题值

得研究。

本文的目标在于测算全国和各省的虚拟经济

与实体经济规模，并对其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行计

算，然后分析造成各地区失调或协调的主导因素，

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更

好地把握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的调整与政策制定提供新视角和决策参考。

二、研究评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虚拟经济”

和“脱实向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学

术研究也呼之欲出，但仍存在论证和概念模糊、边

界不清、机制不明等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二元经济结构与其他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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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关系（王爱俭；2003；刘骏民，2008；）。通过对

已有研究进行梳理，本文总结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概念与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实体

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的根基。先有实体经济，后有

虚拟经济，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将无从谈起

（李晓西，2000）。第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

的内在诉求。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对资源和效率的需求（张雄，2016），一定程度

的金融发展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张晓朴等），

201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是有效发挥

虚拟经济资源配置的功能、降低流通成本、提高中

介效率和分配效率（李扬，2017）。第三，虚拟经济

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背离关系。虚拟经济会自发

地膨胀、循环、增殖，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成思危，2005；Huber E et al.，2022）。
中国是一个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区域发展的

不平衡性是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虚拟经济和实

体经济的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空间

特征。尽管有一小部分学者声称全球金融一体化

的进程已经导致了“地理的终结”（Agnes P，2000），

但现实是，虚拟经济无论是产业部门、金融市场还

是人才和资本，其空间分布依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

区域性特征。有学者从区域角度出发，运用投入产

出表模型方法、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测度及分解

各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探寻“脱实

向虚”的区域特征（蔡则祥等，2017；刘晓欣等，

2020；张林，201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

的缺陷。现有研究仍缺少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

来看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而这正是本文

所关注的。

三、研究方法

本部分对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测算体

系、数据来源、指标及模型选取进行说明。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测度方法

为了反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大系统在区

域上的运行和发展，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系统

之间的协调关系，本文选用全国虚拟经济资产总值

和实体经济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主要指标，以此考察

系统总量的耦合协调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核算理念与方法是当前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核心问

题，但始终没有一个具有通用性认可度的测度体系

（刘晓欣，2008）。
一般将物质生产以及相关的服务纳入实体经

济范畴，在测算时界定实体经济包括第一、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中工业化服务业和直接服务的部分

（王国刚，2004）。本文的实体经济总量规模主要采

用修正GDP，即在现有SNA国民经济核算中GDP核

算的基础上扣减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进

行修正的结果。

虚拟资产总价值FMT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虚拟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总量指标，是核算工作中

最为关键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虚拟经济不应当和

实体经济共用一套GDP体系，因为虚拟经济有着与

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截然不同的路径机制。虚拟

经济所创造的GDP一方面是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

服务实现的，另一方面是利用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

所创造的（刘晓欣等，2021），后者不属于真实的经

济价值，因此GDP体系无法真实反映虚拟经济的规

模。根据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测度思路，虚拟资产总

价值包括一定时点资本市场上股票资产、债券资产、

基金、金融衍生品的市价总值，包括具有金融性质的

房地产价值都可以进行测度和估算（成思危，2004）。
综上，实体经济总量为剔除了金融部分的生产

总值，虚拟经济总量为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和具

有投资性质的房地产价值的各项虚拟资产加总，那

么经济虚拟化度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规模之比，并规定FT为 T时段内的经济虚拟化度；

FMT为T时段内虚拟经济市场价值；GDPT为T时段

内实体经济名义生产总值，则经济虚拟化度的指标

公式可表示为：

FT = FMT

GDPT
（1）

2.指标体系构建

在总量指标的基础上，为了更加综合、真实地

表现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耦合

协调水平，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

实体经济选取了三个辅助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进出口贸易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

个辅助指标分别对应投资、出口和消费，三者的需

求之和就是实体经济系统的最终产出。

对于区域虚拟经济系统的指标体系和分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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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无法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区域之间的开放

性，这种开放性的差别会导致两个系统之间的不对

等。某一地区的实体经济可以近似看作是一个相

对独立和封闭的系统，但虚拟经济则不同，金融具

有更强的全局系统性，区域分工和集聚效应更加极

化。因此，一个地区的虚拟经济可以利用其他区域

的实体经济来发展自己，也可以向多个区域、全国

甚至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引入区域金融中心的概

念。普遍认为，金融中心的级别越高、综合发展水

平越高，其服务于其他区域的能力、从其他区域获

得资源的能力也越强，可以看作其虚拟资产总量的

“水分”也越大，这些多出的金融资源是超出本区域

实际需求的额外部分，不应当算在与实体经济相匹

配的虚拟经济系统中（李振发等，2018）。因此，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模型指标体系下，

该辅助指标应当是负向指标。本文主要采用“CDI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hina Financial Center Index）
作为中国虚拟经济系统的辅助指标。该指数所统

计的31个金融中心包括了全国95%的金融资源，因

此金融中心城市指数可以看作是该城市所处省份

的替代指标。其中某些省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被列

入金融中心指数的统计中，这些省份的该指标直接

赋值为0.1。还有某些省份存在不止一个金融中心，

则取其指数中的最高者。对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

济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的整理如表1所示。

3.数据来源

实体经济总量中的GDP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进出口贸易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虚拟经

济总量规模为金融资产与具有投资性质的房地产

存量价值的加总。历年流通股股票市值数据、每年

年末债券市场余额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金

融数据库、《金融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中国人民

银行定期发布的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本文使用来

自“中经数据库”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面

积、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计算出销

售额，销售额约等于年度各地新增的住宅资产总

值，其每个住宅样本的资产价值相当于当年发生销

售时的成交价值，并将流量累计加总为存量统计。

4.模型选取

耦合协调度模型往往被用作分析两个系统之

间协调发展的水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作为一种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两个子系统，其在经济发展演化

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耦合协调的特征。

在系统论的观点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度

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虚

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度则是对两个系统之间

相互影响程度的评价，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

赖、相互制约程度和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

系。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模型应用

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或制造业之间的协调

发展关系的研究（袁国敏等，2008；周莹莹等，2011；
刘林川，2014；熊晓炼等，2020）。这些研究建立多

指标的综合测度体系，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

协调模型计算了全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

调发展水平，或以单一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区

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水平（张恩英，2018；
耿军会等，2020）。以往的耦合协调研究侧重于主

观评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综合指标，并且研究

对象往往是全国或特定的某一地区，可能忽视了对

全局和各区域协调性的考虑。

因此，本文将耦合协调度模型运用于全国各区

域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评价，

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通过主要总量指标和

辅助指标的变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水平

以及彼此关联匹配的程度定义为虚拟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本文采用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公式如下：

（2）

式（2）中，U1表示全国或区域虚拟经济发展水

平；U2表示全国或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水平；C2表示

分类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实体经济系统

实体经济规模总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进出口贸易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虚拟经济系统

虚拟经济资产总值

区域金融中心指数

表1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指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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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耦合度；T 为综合协调指

数；α和β分别表示待定系数，综合考虑，α和β均取

0.5；D表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耦合协同度，范

围为［0，1］。D值越接近于1，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

经济之间协调度高、发展均衡；D值越接近于 0，表
明协调度较差、发展不够均衡。借鉴相关研究成

果，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分为表2中

的六级。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总体耦合协调水平

基于对多维指标体系的降维和去相关考虑，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中的数据进行

处理，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总量指标作为主

体指标，通过对样本相关矩阵的内部结构关系的

定义，使综合指标转变为原来变量的线性组合。

在对辅助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对虚拟经济与

实体经济的综合指标进行耦合协调计算分析。计

算得出 2000—2022年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的所有变化值（见表 3）。

在此协调分析中，耦合协调度描述经济系统发

展过程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因素间的变化大小、

正负方向与增速的相对性。如果虚拟经济和实体

经济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变化基本一致，则认

为两者关联大，反之两者关联就小。这种关联的变

化见图 1，图中的折线反映了 2000—2022年中国虚

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整体关系。在统计期内，耦合

协调度的变化全部在 0.175—0.501之间，即严重失

调到初级协调。相较而言，2000—2009年、2019—
2022 年的波动相对平稳，而 2010—2018 年的波动

起伏更加剧烈。从耦合协调度分级的结果来看，中

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等级从 21世纪初的

一般失调和濒临失调逐渐演变成 2020年的严重失

调。在观察期内，只有在 2010年、2014年、2015年

和 2018 年达到初级协调及以上的标准。2018—
2022年，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处

于较低水平。

如果虚拟经济总量的积累速度超过了实体经

济的发展，那么泡沫积累和风险扩大就会出现，最

等级

1
2
3
4
5
6

耦合协调度

0.00—0.20
0.21—0.30
0.31—0.40
0.41—0.50
0.51—0.60
0.61—1.00

分类

严重失调

一般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表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耦合度

0.840
0.805
0.551
0.707
0.668
0.635
0.648
0.590
0.937
0.583
0.688
0.634
0.650
0.566
0.566
0.506
0.570
0.544
0.756
0.565
0.917
0.693
0.578

综合协调
指数

0.642
0.089
0.217
0.114
0.106
0.176
0.084
0.107
0.249
0.524
0.343
0.192
0.207
0.131
0.428
0.283
0.229
0.215
0.598
0.108
0.032
0.117
0.122

耦合
协调度

0.234
0.268
0.346
0.284
0.267
0.334
0.233
0.252
0.289
0.186
0.486
0.349
0.366
0.273
0.501
0.378
0.361
0.342
0.473
0.249
0.175
0.285
0.274

协调
等级

2
2
3
2
2
3
2
2
2
1
4
3
3
2
5
4
3
3
4
2
1
2
3

耦合协调
程度

一般失调

一般失调

濒临失调

一般失调

一般失调

濒临失调

一般失调

一般失调

一般失调

严重失调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一般失调

中级协调

濒临协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一般失调

严重失调

一般失调

濒临失调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表3 2000—2022年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

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2016201820202022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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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22年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

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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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会被遏制。如果实体经济

的发展速度快于虚拟经济，那么由于无法得到现代

金融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则会受到阻碍。根据

这一点，可以认为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处在严重失调和初级协调之

间剧烈波动的状态，且这种波动的幅度随时间的推

移愈发剧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是在发展速度

上还是在发展方向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存在

明显的错位现象，两者的相对发展速度和方向此起

彼伏，从而导致近十年耦合度的剧烈波动和最后的

低协调状态，虚拟经济无法稳定地服务实体经济。

通过与其他耦合协调研究的对比发现，本文的

耦合协调模型结果与周莹莹等（2011）、刘林川

（2014）的实证结果较为相似，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2007—2009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呈现出最强

烈的失调状态，并且前后整体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

趋势呈现出协调状态。可见本文采用的单一组的

虚拟化结构指标与其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达到了接

近的效果，反映出了相似的耦合协调现实。同时，本

文的结果与徐国祥等（2022）、熊晓炼等（2020）的协

调等级从严重失调不断提高为优质协调的结论有

较大出入，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本文选取的指标侧重

于体量指标，而另两者的研究所构建的综合指标体

系侧重于人均水平和结构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细分人均和结构

上的耦合协调水平比总体水平更高。

2.区域耦合协调水平

在区域层面，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

异，东—中—西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

度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属于第一梯队，其主要原因

是东部地区实体经济基础扎实，虚拟经济和实体经

济同时维持在较高水平，融资体系也较为完善，金

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引入社会资金，市场和金融制度

相对灵活成熟。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相对

较高，但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属于第二梯队，本

文认为这种低于东部地区的协调度显然是这些区

域经济“实高虚低”型的失调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

中部地区虽然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但以金

融业务为主的虚拟产业的需求基本依赖东部地区

的服务，而同时又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实体产业转

移，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明显大于当地的

虚拟经济规模。西部地区除四川外，各省耦合协调

度水平较低，属于第三梯队，西部地区的低协调度

的状态很可能既有“实高虚低”也有“虚高实低”，某

些省份的情况类似中部地区，但也有些省份例如宁

夏、西藏和青海，本身人口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得

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具有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

2000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

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发展较好，耦合协调度

位列前三，分别为0.999、0.926和0.793；位于中部地

区的湖北、河南和湖南耦合协调度较好，分别为

0.501、0.478 和 0.438；西部地区的青海和西藏耦合

协调度较差，分别为 0.141 和 0.100。2010 年，耦合

协调的空间格局依旧稳定，东部地区的北京、广东、

江苏和上海等地发展较好，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999、0.995、0.772和0.731；中部地区次之，河南、湖

北和湖南三省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493、0.476 和

0.46；西部地区的青海和西藏表现仍然较差，耦合协

调度分别为0.180和0.104。2020—2022年，耦合协

调度大于0.7的省（市）共有5个，均位于东部沿海，

分别为北京、山东、浙江、江苏和广东；中部六省除

山西外，其他五省耦合协调度均位于 0.36—0.69之

间，表明中部地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耦合协调水

平较高；耦合协调度低于0.22的共有4个省份，有3
个位于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青海和西藏。此外，

西部地区的四川在多个年份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

济发展均较好，耦合协调度高。

从时空格局演变来看，全国各省虚拟经济和实

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稳中向好，2000年仅有北京、

上海和广东位于0.67—1.00之间，至2010年已有北

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位于该区间范围

内。江苏和浙江的发展逐年变好，2000年两个省份

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659和0.587，至2020年已分

别增长至 0.834 和 0.728；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耦合

协调度随时间推移在逐步减小，2000年其耦合协调

度为 0.793，2020 年降低至 0.585，其原因是上海虚

拟资产的加速膨胀，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一现

象应当得到重视。此外，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实

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下降趋势。在东

西差异的基础上，南北差异也逐渐显现。在相似性

方面，2016—2022年，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

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依旧表现出显著的东—中—

西差异，东部沿海省份发展较好，中部地区次之，西

部地区发展最差。在差异性方面，2000—2022年中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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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除表现出

明显的东—中—西差异外，南北差异逐渐成为发展

的新特征。2000年北方15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平

均值为 0.405，南方 16 个省份平均值为 0.426，相差

0.021；2010 年北方各省份平均值为 0.407，南方各

省份平均值为 0.461，差值为 0.054；但 2015 年南北

差值快速扩大至 0.082，2022 年差值已为 0.12。自

2015 年的“过度繁荣”后，在国家各个层面的积极

调控下金融业已经逐渐降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耦合协调也逐渐改善，但 2019—2022 年新冠疫

情极大地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各国都采取大幅

扩张的刺激政策，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杠杆率。

3.虚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对 2000—2022年全部的耦合协调度与虚拟化

度的平均数进行分组，按照协调、接近协调或失调

和失调进行划分，共得到六个分组（见表 4）。对比

各地区虚拟化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分布，可以发

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与虚拟化度

所表现出的空间分布特征有较大差异，符合两者在

内涵上的不同。虚拟化度是虚拟经济总值与实体

经济总值的比值，虚拟经济规模越大该值越高，虚

拟化度也就越高，而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是其变化方

向和速度的一致性的程度，一致性越高，则耦合协

调度越高。

耦合协调度分组

虚拟化度分组

协调分组/A组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广东、山东（7）

北京、重庆、天津、福建、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8）

接近协调或失调分组/C组

天津、河北、辽宁、山西、安徽、江西、
陕西、内蒙古、河南、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云南（14）

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甘肃、
宁夏（13）

失调分组/B组

吉林、黑龙江、广西、海南、贵州、
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

山西、吉林、安徽、海南、贵州、四
川、西藏、陕西、青海、新疆（10）

表4 耦合协调度与虚拟化度分组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比较耦合协调度与虚拟化度分组可以发现：一

是西部地区青海和西藏在耦合协调度中处于较低

水平，但其虚拟化程度较高，两者表现出明显的不

一致性，表明两个省份的实体经济发展较差。二是

东部地区部分省（市）也表现出不一致性，如山东、

辽宁和河北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出很高的水平，但

虚拟化度相比于江苏、福建和广东却呈现出较低水

平，表明山东、辽宁和河北的虚拟经济发展还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内生的金融动能还未发掘，实际上

属于低水平耦合协调。三是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

也应属于低水平耦合协调，两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较高，但虚拟经济水平较差，虚拟化水平很低。通

过对比耦合协调度和虚拟化度的分布图，可以看出

某地区的协调或失调是因为虚拟化水平过高或过

低导致的。通过这种对比方法，印证了前文的推

论，东部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高是因为虚拟经济

的发展成熟，而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偏低是因为

虚拟化度过低，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极低则是因

为虚拟化度过高。本文认为虚拟化度和耦合协调

度的对比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个区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和问题的

源头是来自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的发展。

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性

强、虚拟化水平高。东部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市

场经济的先行者，实体经济发展早，水平高，服务于

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再加上北京、

上海、深圳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

心，对全国的人才和资本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其

市场输入和输出的范围又覆盖了全国各地区，因而

不论任何方面的过剩和不足都会由全国各地区承

担和弥补，从而形成了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

济协调发展且“强者恒强”的优势局面。

西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低，

经济虚拟化程度高。因人口稀少，实体经济体量

小，经济发展基础差，经济发展受非经济与市场因

素影响大。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大，虚

拟经济发展相对实体经济而言有更大的优势，典型

省份有宁夏、西藏和贵州。宁夏具有与人口不符的

行政区政策优势，而其他省份内与宁夏人口相近的

县（市）不可能享受到同等的省级待遇；西藏的实体

经济薄弱，但政策优势显著，优厚的税收政策导致

全国各地的企业前往挂牌避税；贵州在地势崎岖地

区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高，且建设资金主要通过政府举债筹措，导致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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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水平常年高居全国前三位，金融风险问题突出。

中部地区的典型省份是湖北和河南，虽然人口

多，产业基础扎实，经济体量大，但虚拟经济发展相

对比较滞后，主要影响因素是由于地缘因素和资

金、资本的快速流动，大量金融资源流向东部地区，

而中部地区的实体产业没有充分受益于现代金融

的服务，同时，本地的金融产业也难以利用虚拟资

本的膨胀和投机优势，从而无法将利润留在本地。

中部地区既没有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和

金融中心优势，也没有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

了两不靠的窘境，导致一定程度的中部塌陷，虚拟

化水平和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更弱。

五、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

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状态及其区域

特征。依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好实体经济的总方针，进

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普及虚拟经济知识

全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总体协调水平较

低，在严重失调和初级协调之间波动。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无论是在发展速度上还是在发展方向上，实

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虚拟经

济不能稳定的服务好实体经济。对于经济“脱实向

虚”，应当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更好地促

进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按照中央推动区域发

展的总要求，从全局出发，要求区域发展战略更加

关注金融产业的规范和监管，以及更加精细化的制

定与实施，从机制建设上激发各类金融机构市场主

体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降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2.准确把握各地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

协调水平和特征，根据各地经济虚拟化情况制定差

异化的区域政策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

显著，东部沿海地区最高，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

最低，西南和东北地区相对也较低，并且东西差异

和南北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当前，中国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在区域上的分化和背离特征越来越显著，

严重影响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对比

耦合协调度和虚拟化度的分布图，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分析出某地区的协调或失调是因为虚拟化水平

过高或过低导致的，但分析时应考虑到区域分工和

定位等因素。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过程中，需要结合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空间异质

性来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因地制宜的区

域政策，从而减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空间错

配，有助于推动两者关系的良性互动，形成协调稳

健的空间发展格局。

3.深化区域产业合作，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区域

合作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

充分利用各区域资源优势和实体经济空间集

聚的特点，从大局出发，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为

纽带，建立不同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财税机制，加

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

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区域协作，实现优势互

补、跨区合作共赢，缩小实体经济差距。例如，成立

中西部地区合作基金、在财政上对投资中西部地区

的东部地区优势企业给予必要补贴、在跨区域技术

创新、引进人才等方面进行引导，并为这些企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为全国实体经济

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形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

部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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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s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Zhang Yingzhuo Miao Changhong
Abstrac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maintaining
the long-term rapid and stable growth of my country’s economy. Using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data and stock data of
various financial assets from 2000 to 2022, we establishe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or the level of economic virtualization, and
appli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demonstrat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fictitious and real economies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From the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overall coupling fluctu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misaligned and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is low.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It is higher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lower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east-west difference and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 have a tendency to expand. This result has a reference for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response to regional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Fictitious Economy；Real Economy；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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